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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歌册能够广泛流传，与地方的出版商大量印制发行歌册有密

切的关系。潮州歌册在明代的中期就已产生，但现在我们见到的歌册，

最早的是清末同治年间用木板刻印的。为什么歌册产生后二三百年时

间未见有印制出版?大概有以下原因： 

(1)早期的歌册是由歌谣、畲歌、俗曲演变而成，体制不大，篇幅

短小，容易记忆，可以通过口头流传开去，不必印成歌本，如同歌谣

一样，一人唱开，就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。但这种凭借口传的歌册，

是难以流传久远的，它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 

(2)潮州歌册是民间文学，称俗文学，在封建社会的文学殿堂中是

属于低层次的。潮州歌册作者普遍是下层市民，如科举落第的“无路

秀才”，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潮剧艺人、记帐先生和闲适市民，这些人

的文化水平当然比不上当时社会的文人学士。况且潮州歌册是用方言

口语写作的，语言粗疏，错别字、“白水字”(不符合文字规范的生造

文字)多，缺乏“书卷”气味，不能登“大雅之堂”，在商业化的印刷

出版业未兴旺发达的封建时代，出版发行潮州歌册是不可能的事，这

也是早期潮州歌册未能流传后代的原因。 

(3)从歌册发展的情况看，歌册的体制逐步由小到大，篇幅由短到

长。在未有印制出版歌册前夕，其实已有篇幅较长、内容较复杂的歌

册产生，它们是通过手抄传播的，据有些八九十岁的老太婆回忆，她

们以前听唱的歌册，就有一些是用毛笔抄写的。虽然，手抄本的歌册

数量不可能太多，传播面也不会太广，但它维持了歌册流传的连续性，

并为歌册的印制出版打下了基础。 

据汕头郭马风先生调查和潮州80多岁的石遇瑞老先生回忆所提供

的资料，潮州歌册刻印成册的时间大约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

(1851——1874)或同治年间(1861——1874)，这是鸦片战争以至汕头



开埠以后的事。潮汕在鸦片战争前，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，咸丰

三年(1853)粤海关在汕头妈屿岛设立潮州新关；隔年，漳潮会馆在汕

头成立，内设船务、药材、米粮、火柴、汇兑 5 个行档，这从侧面显

示了潮汕商贸已初具规模。汕头开埠后，英、德、美、荷兰等国先后

在汕头开设洋行，更加刺激了潮汕工商业的发展，如轻纺工业、制糖

业以及地方土特产的生产与销售，已颇为可观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

和市民渴求文化娱乐生活，民间印刷业也在潮州府城悄然兴起，开始

对潮州歌册等文化娱乐：书籍进行刻印发售。 

创办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刻印、销售潮州歌册的商号叫李万利。李

万利的创办者李国典是潮州城人，大约同治年间，他在潮州城中山路

同仁里老家开设手工刻印作坊，主印潮州歌册，兼印儿童启蒙读物《千

字文》、《三字经》及小学生练习书法的红字格、白纸库等。李国典

的儿子李四明就把家中刻印的书物搬运到李万利店发售，商店设址原

在城内太平路，后因马路拆建而迁徙至义安路。囚生意颇为兴隆，李

四明的四个儿子也都投入这一行业的经营，原来的商号发展为万利老

店、万利春记、万利生记等 3 家铺店，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经营印刷

业。 

与李万利相隔不久开设手工作坊印制歌册的还有王生记、李春记、

吴瑞文堂。王生记也是祖孙三代经营此业，不过他们兼营的是编印发

售日历通书(农历)。吴瑞文堂刻制的歌册，有的实施刻板、印刷、销

售一条龙，有的刻板后交李万利印刷发售。 

上述几家歌册印制商，其商店设址相邻，他们除销售歌册外，还

印制发售一些潮剧锦出戏曲段，兼营销少许其他地方的曲艺唱本，如

木鱼书《花笺记》、《二荷花史》等。在这些商店附近的同一街路上，

还有儿家销售毛笔、砚、墨和纸张等文化用品商店。同行业产品、商

品的集中经营，侧面反映了当时潮州府城的文化事业的发展状貌。 

清末潮州城印刷发售潮州歌册的，除上述几家外，还有友芝堂、

五福堂、翰墨楼、陈财利、王友兰 5 家。但他们印制营销的数量极其



有限。清代印制发行的歌册，几乎都是用木板刻字的小 32 开本，至民

国初年才有个别篇目用石印或铅印，如王生记和汕头的名利轩用三号

宋体字铅印了友芝堂藏版歌册《双鹦鹉》2000 部(每部 10 册)，另又铅

印了《新中华》歌册。名利轩还于民国十二年(1923)营印潮属双凤集

文社捐题印送的潮阳佛教信徒陈觉梦编撰的《目莲救母经》(每部二

册)。 

潮州歌册的印制和大量销售，为歌册广泛流传社会提供了物质条

件，满足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，促使唱听潮州

歌册这一文艺活动蔚然成风。  


